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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地名名实变迁
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蓝　 勇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

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 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

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 明

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

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 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

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 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
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

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 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

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 研究发

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
 

“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

较为复杂。 “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 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

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

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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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名称本身不变,但所指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
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 我们熟悉的如最有影响的就是“中国”的内涵

的变化,在历史上“中国”一词最早仅是指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如指历史上的王畿、京师,后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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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地理上的中原、民族上的华夏,只是在近代才逐渐变成东亚大陆上的一个国家空间概念[1] 。 另

外,历史上的“江南”最初仅是荆楚地区、吴越地区,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但后来逐渐缩

小仅指今天的江苏南部、浙江、安徽部分地区[2] 。 另,历史上的“河南”一名,词义在历史所指较为多

元,已经引起人们关注[3] 。 又如历史上的“蜀道”一词,最初主要是指翻越秦岭的通道,但后来也可

以特指经过长江三峡水陆路的峡路,后来也可泛指整个巴蜀对外交通的所有通道,甚至一度引申指

“世道” [4] 。 研究发现“川江”一词内涵的具体变化也是这种“地名涵化”现象的典型案例。

一、“川江”地名的内涵变化的轨迹

在以往研究中,大家经常使用“川江”这个地理词汇,但是这个词汇的历史渊源、名实变迁并不

是太清楚,以致学术界对此词词义众说纷纭。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川江”的解释是四川宜宾市到

湖北宜昌市的长江段,所以宜宾为川江之始①。 现在许多著作都是以宜宾到宜昌称为川江,如李育

平、周凝豹主编《天险川江今何在:川江航行考》 [5] 、邓晓的《川江航运文化研究》等[6] ,其中 1992 年

出版的《重庆内河航运志》中明确指出:“岷江口至湖北宜昌港 13 码头,总长 1
 

044 公里,因其大部分

流经四川境内,称为‘川江’。” [7]但是,实际在历史上“川江”一词出现后所指就较为多元,现代也有

多种指向。
我们知道,四川得名于唐代的剑南三川与宋代的川峡四路,最早的四川之名出现在宋代,所以,

在唐宋时期,川蜀、蜀川已经较为流行指代巴蜀地区。 不过,我们发现最早的“川江”之词疑似出现

在唐代。 据唐代杨筠松《疑龙经》记载:“若以山川分两界,黄河、川江两源派。” ②其《撼龙经》也记

载:“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屈曲为膀胱。” ③以上记载也见于明章潢《图书编》 ④。 不过,从上面的含

意来看,“川江”主要是代指长江,并不是仅指长江上游的河道。 更重要的是杨筠松《疑龙经》 《撼龙

经》两书,在唐代文献著录中并不见于记载,只是见于宋代的文献著录,如宋张洞玄《玉髓真经》卷十

九曾引用杨公《撼龙经》 ⑤,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題》 卷十三著录有《疑龙经》,但称“皆无名

氏” ⑥,并不认为是杨氏所撰。 只是到了明代李国木撰《地理大全》七卷至十卷中才有杨筠松所著

《撼龙经》《疑龙经》全本见世⑦。 我们发现在《撼龙经》中有“四川之口生滟澦”之句⑧,显然,在唐代

不可能有“四川”之名出现。 同时,“若以山川分两界,黄河、川江两源派” “黄河九曲为大肠,川江屈

曲为膀胱”,
 

从语言上看也没有隋唐的风貌,倒有明清以来语言风貌。 显然,《疑龙经》 《撼龙经》即

使是唐代杨筠松所撰,可能历代风水师也多有补充,在地理认知上往往就会有宋明以来的地理词汇

融入。
现在来看,特指今天长江上游河道的川江之名始于宋代,如宋李纲《梁溪集》卷一百三:“舳舻相

接,顺流乘风,自川江而下,日数百里,不旬月间可至江浙。” ⑨从这里的“旬月”日程来看,这里的“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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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山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版,川江条)。
杨筠松《疑龙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第 808 册第 60 页)。
杨筠松《撼龙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第 808 册第 40 页)。
章潢《图书编》卷 3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969 册第 639 页)。
张洞玄《玉髓真经》卷 19(嘉靖年刻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題》卷 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74 册第 752 页)。
李国木《地理大全》7 卷至 10 卷(明崇祯刻本)。
杨筠松《撼龙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1986 年,第 808 册第 52 页)。
李纲《梁溪集》卷 10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6 册第 272 页)。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1 期　 　 　

江”主要是指长江上游地区。 宋洪适《盘洲集》卷四十九也称:“又川江舟楫之凑、商税所入非荆门

比。” 因荆门本身地处长江中游,这里的“川江”也可能主要指长江上游地区。 宋李曾伯《可斋续

稿》后卷三记载:“旧惟扼马湖以备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正月初旬已渡川江,而遁北之希

达……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风寒”,后卷九称:“旧书谓吕文徳因川江水泛,蔺布奏捷,已入重庆。” 以

上“川江”所指并不完全明确具体,只是为长江上游的所有河道的泛指。
研究还发现,在宋元人的地理认知中,“川江”往往还指长江中游的河段,如宋佚名《昭忠录》有

关司马梦求沙市监镇的记载中称:“徳佑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镇十五里,两城相望,
中隔一水,筑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为舟车商旅之会,恃水为防。 是年,湖水忽

涸市南,沙碛皆露,元兵陈碛上,乗南风纵火,内薄登城遂下,守将程文亮降,监镇司马梦求战死,温
国文正公七世孙也。 后五日,川江大涨,沙市城脚皆没,已无及矣。” 另元代赵景良《忠义集》卷五也

有类似的记载。 这里的“川江”是指江陵、沙市一段的长江。
实际上明末到清中叶,仍有个别人习惯用“川江”来指今荆江河道。 如万历《湖广总志·水利

志》录陈瑞《川江石坝志略》中认为:“有谓汉水不足虞,唯川水骤会,斯为患者也。” 顾炎武《天下郡

国利病书》有专门的《川江隄防考略》主题,实际上谈江陵堤防。 而且《华容县堤考略》中谈华容县

“北临川江,南筑洞庭” 。 另顾炎武《肇域志》卷三十一:“(松滋县)川江,在县北一里,岷江至此分

为三派流,三十里复合为一,达于江陵入大江。” 清代前期也是如此,如《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二

十二《兵部》:“十五年,议准湖广武昌鎭前后水师二营地界川江,水操弓箭技。” 胡林翼《胡文忠公

遗集》卷三十八:“惟江陵县系兼四要缺地,广赋繁,民情刁玩,且为川江下游。” 嘉庆年间那彦成

《阿文成公年谱》卷三十三:“今岁川江盛涨,百里洲以上到处漫滩泛溢而下。” 

甚至有文献记载元明以来川江曾指长江下游的一些河段,如元熊太古《冀越集记》卷上记载:
“国朝各道分以山河江湖海名者,若山,山东、山西、山北,皆以太行山而言也。 河东、河西、河南、河
北,皆以黄河而言也。 江东、江西、江北,皆以川江而言也。 湖东、湖北、湖南,皆以洞庭湖而言也。” 

这里的“川江”就是指长江下游段的长江,不过,我们并没有发现“川江”指代整个长江的案例。
 

研究发现,从明代开始川江的指向才开始逐渐固定下来,成为长江上游河道的特指,如明代贝

琼《清江文集》卷二十一记载:“惟綦江为重庆之属,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余里。” 明顾起元《说

略》卷二:“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 岷字,说文作 ,省作岷,汉人隶书作汶,多与汶相混,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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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貉不踰注谓川江也,非汶上也。” 明嘉靖《思南府志》卷一:“乌源出程蕃府东北,流至郡城,西鲇

鱼峡,东流经府治入四川涪州合川江。”“商人于此易舟而下,抵川江连荆楚焉。”卷七:“思南江,发源

自乌撒水,西经流播州为乌江,受贵州省城诸水,为清水江。 又受石阡水,经流府治,又经沿河司治,
下龚滩又受酉阳水,然后经彭水、武隆二县入川江。” 

这里要说明的是,明代地理学家的视野中,川江明显是泛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并不是仅指夷

陵州(宜昌市)到叙州府(宜宾市)段的长江,如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五《蜀游》上:“大约川江行三千

里至夷陵。” [8]115 王士性《广志绎》卷上《杂志》:“今金沙江源岀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 [8]211 明谢

肇淛《五杂组》卷四:“以川江之势度之,其建瓴之势,一日千里,岂直千仞而已哉。” [9]
 

研究发现,明代的市井小说、说唱唱本中大量使用“川江”这个地理话语,显现了“川江”这个名

词已经深深地融入社会生活,如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卷十九:“说这个牂牁江,东通巴蜀川江,西通

滇池、夜郎。” [10]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那涪江水势又与下面不同,离川江不远,瞿塘三峡,
一路下来。” [11]明毛晋《六十种曲》引《明珠记》:“觅个船儿渡入川江去,旦,你快叫船。” 从此段后

面谈到的巴江、锦江、三峡行程地名来看,这里的“川江”也是指长江上游地区。 同样毛晋《六十种

曲》引《昙花记》上更是频繁使用“川江”话语。 但我们发现,在明清时期的川江沿线的官修地方志

中将长江称为川江的却很少,多数用“大江” “岷江” “蜀江” “大河”来指长江上游河段,显然,“川

江”在明清时期还多是一种民间俗称,官方文本中使用并不突出。
同时,我们发现明清以来长江上游还有“川河”的说法,如明末《士商类要》卷二记载有“荆门由

川河至嘉定州水路”,清代獭渏子《天下路程图引》卷二也称“荆州由川河至嘉定州水路” 。 清代丁

宝桢《四川盐法志》中就不断有川河滩险、川河纤夫、凿通川河等说法。
清代有关长江河道名实的记载多了起来,从众多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人眼中的“川江”主

要是泛指整个长江上游的河道,而用“川江”来指长江中下游河道的已经很少了。
首先,《清实录》中在乾隆年间已经频繁使用川江指长江上游干流,如“外省,贩运川省米粮,概

由川江经重、夔一带,顺流而下”,“惟是栈道崎岖,必由川江水运”,“请开修川省接壤滇境之罗星渡

河一道,可以直达川江,分运威宁铜斤” 。 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方由宁番三渡水合金沙江入

马湖,历叙州府归川江大河。” 曹烨《曹司马集》卷五:“循溪数里与川江合(三峡归州)。” 陈庆镛

《籀经堂类稿》卷二奏疏:“即将米数由川江顺流而下,不过旬余,即至安徽江苏一带。” 陈祥裔《蜀

都碎事》卷二:“自成都东门锦江起,至黄牛庙,其滩不下数千,其最险恶亦不下数百,名类甚多,不能

遍记,如最险恶之中而尤不可当如哑娑滩、大佛崖、道士冠、乂鱼子、石梁滩、九龙滩、纳溪三滩、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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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等类,皆客航之宜留意者,录以志川江之不可行耳,逆流而上尤宜慎焉。” 乾隆《巴县志》中称:
“川江峡险滩多。” 在清代道光年间的《平滩纪略》《蜀江指掌》中,也频繁使用“川江”一词指宜昌以

上的长江航道,只是偶尔用川河、蜀江指川江。
其次,从贵州各地流入长江的部分支流和汇入的长江段普遍都称为川江,如道光年间黎恂《运

铜纪程》中频繁使用“川江”来指纳溪到宜昌一段长江河道,并称“盖川江滩石之险于斯(汉阳)始脱

矣”,言外之意宜昌到武汉间也可称川江,但其中称武汉以下长江为大江。 光绪年间丁宝桢《四川

盐法志》卷十《转运》五:“张广泗又咨略,据毕节县详称赤虺河,道直达川江。”丁宝桢《四川盐法志》
卷十五《转运》十:“此四小河发源滇黔,分流川江。”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二十四《征榷》:“夔州府

据川江下游。” 而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五《地理》将贵州入川河流通称川江。 所以近代贵州、云南

人往往称川江为川河,故曾习惯将籍隶四川人称为“川河之人”。
其实,历史上岷江从都江堰以下往往也通称为川江,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十五:“都江堰水

势实无冲损民田折,查都江本为川江正流,导自岷山来。” 来保《平定金川方略》卷二十三谈到岷

江:“一由成都登舟从川江顺流而下江水。” 卢秉钧《红杏山房闻见随笔》卷二十六:“盖大渡河发源

于大邑县之露中山,至嘉定合川江。” 

同时,嘉陵江也被称为川江,如早在明代何景明《雍大记》引《凤县志》称:“(嘉陵江)经凤县北、
徽州东、两当南、略阳西,迤逦入川江,滩石险恶,舟楫至渔关始通。” 顾炎武《肇域志》卷三十九记

载:“嘉陵江在县北一里,出大散关,西经两当县,与川江合,舟楫至渔关始通。” 傅泽洪《行水金鉴》
也记载:“岭东水皆北流至五丁峡北合漾水,入沔岭西,水皆南流,径七盘关龙洞合嘉陵水为川江。” 

庆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二百八十六称:“伏查嘉陵江系自东北而南,白水江系自西北而南,
俱至广元昭化之间白滩渡汇滚,南下为川江。”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遂取徽县。 过高山深箐数

十重,昼夜兼行,抵白水坝,时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 坝为川江上流,与昭化唇齿,俗号铁门坎。” 

不过,清代对川江的指代开始越来越细化。 首先,清代并不将金沙江作为川江范围,《大清会典

则例》卷四十四《戸部》:“由东川经鲁甸昭通至大关之盐井渡上船,别有水路可达川江。” 《钦定八

旗通志》卷一百九十三《人物志》也称:“查勘金沙江发源西域,入滇经丽江、鹤庆、永北、姚安、武定、
东川、昭通七府至叙州府汇入川江,源远流长。” 显然,清代人们并不将金沙江作为川江范围,一是

在于金沙江当川滇之交,在人们意识里金沙江更多与云南相关,与四川地缘无关;一是这个地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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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勇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数民族众多,相对较为闭塞,金沙江往往与民族地区相关,在文化上与四川少涉。 而历史上金沙江

通航段落较短,从热度聚集上人们也没将其放在川江的话语中来认知。 同时,也有人认为从嘉定开

始始称川江,如嘉庆年间李德淦《蜀道纪程》卷下记载江水“下流至嘉定始系川江” 。
从明末清初开始已经有将“川江”特指重庆到宜昌的河段的记载了,如顾山贞《客滇述》:“重庆

铁壁金城,素称天险。 左有合江,右有泸江,汇流而泻夔关。 自瞿塘三峡以达荆州,所谓川江者是

也。” 但同时在民间用“川江”指代整个长江上游河流也在社会中较为普遍,如 1905 年的《山东官

报》在谈川江涨溢时就涉及成都、犍为、叙州、重庆、金沙江等地。 清代末年,川江已经成为重要的社

会话语,如光绪年间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谈到,“川江大滩所在,均有市镇” [12] 。 光绪年间吴焘《游

蜀后记》中频繁使用“川江”来指从成都到宜昌的长江上游河段。 1923 年,高宗舜《最新川江图说

集成》序即称川江为蜀江,又谈到“视川江为畏途”“熟悉川江水性” “谓川江不可行轮”等。 20 世纪

30 年代《申报》列出“川江各航航线”明确包括所有四川河流,而当时《四川月报》中专门有“川江”
栏目,其中涉及渠河、嘉叙岷江、荣雅河、岷江灌口等内容。 《中央周刊》1930 年 134 期,专门谈川江

航道治理,就涉及岷江叙州到嘉定、嘉陵江重庆到合川、沱江泸州到内江、涪江合川到遂宁段。 1942
年伍极中《川江木船之运输》一文作为《中国航业》杂志《川江航运专号》刊出,也是以整个四川盆地

的水上运输为内容。 郑励俭 20 世纪 40 年代编的《四川新地志》第二章《交通地理》中在谈川江航程

中也是从灌县、成都、江口谈起,另谈到青衣江、大渡河、涪江、渠江、黔江,也是将川江指代整个长江

上游河流。
应该看到,民国时期由于机动船开始在长江上游较多航行,而且早期主要的航行范围仅局限在

长江乐山以下的岷江、长江段,特别是重庆到宜昌段。 所以,1908 年在重庆成立的轮船公司就命名

为“川江轮船公司”,经营的航线主要是重庆、宜昌段。 这样,轮船航行带来的“川江”热度聚集让狭

义的“川江”话语越来越深入社会。 所以,后来的“川江”话语多局限于指轮船航行的河道,近代狭义

的嘉州到宜昌、叙州到宜昌、重庆到宜昌三种狭义的“川江”开始显现出来。 如静石《川江航行之行

源及其近况》主要研究重庆到宜昌段的航运历史渊源,
 

1937 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季刊 2 期将川

江分成宾渝、渝宜段。 1937 年《新世纪》也分川江上游渝嘉段和川江下游渝宜段来谈川江,1936 年

余爱炎在《国闻周报》13 卷上发表《川江归棹记》主要谈宜宾到宜昌间川江航道。
特别是重庆到宜昌段,在民国时期是最为繁忙的河道,蒲兰田《川江航行指南》主要讨论的是宜

昌到重庆的相关航业问题,后来的《川江轮船免碰章程》也主要涉及重庆到宜昌段。 1923 年杨宝珊

编《最新川江图说集成》,实际收录的《峡江图考》也仅是宜昌、重庆段的内容。 邓少琴 30 年代在《西
南实业通讯》上连载的《近代川江航运史》实际上也主要是谈重庆到宜昌间的轮船航运发展史,《航

海杂志》1935 年第 1 卷 10 期《川江航行须要》只谈宜昌到重庆段航行事项,盛先良《川江航行须知》
则主要讨论宜昌到重庆的水路,金月石《川江航行问题》 也主要谈及重庆到宜昌轮船碰撞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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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所以,40 年代杨戒净《四十年来之川江航行概况》一文中认为:“川江航道,起自湖北之宜昌,
终于四川之重庆,长共三百五十海里。 中四分之三,在四川境内,故名川江。” 可以说,民国时期,在
官方话语中,“川江”主要指轮船航行的长江河段。

当然,从航运史的角度看,20 世纪长江上游整体上还是机动船和人力船并行的时代,特别是抗

日战争时期因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需要,木船运输一度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直到 20 世纪末,长江

上游的一些支流上,木船运输的地位仍然重要。 所以,近代以来,有关“川江”话语的内涵往往是木

船和轮船两种话境同时并存,一般讨论传统木船时涉及的川江的范围就相对较广泛,如咸同年间唐

炯编《沿江滩规》一书,涉及的区域主要是湖北宜昌到四川嘉定一带的川江,为传统川江木船纤夫运

行的主要区域。 民国时期伍极中的《川江木船业概况》谈到的川江也是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流和支

流。 到 20 世纪 80 年代编的《四川内河航运史料汇集》和《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也涉及整个长

江上游干支流的情况。 直到 20 世纪初,人们在研究巴蜀水上交通时,也常常用“川江”来指宜宾至

重庆以外的长江上游支流的航运情况。 但是在论及机动船的语境下,人们的川江概述又多指宜宾、
重庆到宜昌的河道。 如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编了大量有关长江上游的航道路图供航行之用,虽然

名称为《长江上游宜渝段航道及航标配饰简图》《宜渝段航道图》 《长江上游航行参考图》等名,但在

行文中主要是用“川江”代称宜宾、重庆、宜昌段长江干流。 后来邓少琴编《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

料》时就是将宜宾到宜昌段称为川江。 由于政区分割,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出现了“川江”指

宜宾到奉节长江河段的说法。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个

从早期宋代指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到明清主要指长江上游河道的认知趋势,而到近现代,“川

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至宜昌、宜宾至宜昌、重庆至宜昌河段这样

一个逐步缩小的发展轨迹。

二、“川江”地名的内涵逐渐缩小原因机理研究

对于影响历史地名内涵缩放原因的机理,以前学术界缺乏系统研究,但这种缩放原因的探索研

究很有必要,它不仅可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个分析历史社会背景的新视角,也可以为我们现实

社会地名管理和运用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考。
“川江”地名内涵逐渐缩小是多重社会和自然因素影响造成的。
第一,长江上游在宋代以前曾是中国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传统时代“川江”话语强势的

经济地位保证。 上古时期的金沙、三星堆遗址已显现了巴蜀文明的发达,汉代巴蜀地区的成都平原

是与关西、关东地区为伍的三大农业经济区,三国以后有“天府”的美誉,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宋
代巴蜀的农业经济发达、文化人才辈出。 以往的研究表明,长江流域在元以前,长江上游的政治、军
事、文化地位远远高于长江中游地区。 秦汉时期,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地位并不比长江下游逊色。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后方粮草、军事基地,特别是中原士人躲避战乱的福地。 南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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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东移南迁,长江上游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才开始下降。 正是宋元

以前巴蜀地区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巴蜀地区资源能量的输入影响大,使巴蜀航运的地位

相对较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的后盾。 明清以前,出现“川江”代称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河段也很

自然。
但到了明清近代,由于长江上游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下降,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上

升,下游的“扬子江”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出现“扬子江”话语指代长江上游的“川江”河段。 唐宋

时期扬子江主要是指长江下游南京、镇江段河段,英文长江就翻译“Yangtze”。 近代,西方人、日本人

和国人反而将长江上游川江段河流称为扬子江或扬子江上游,如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就有

人称“由西藏入川滇以直达扬子江” 。 民国初年出版的《重庆城全图》将巴县城南的长江直接标为

“扬子江”。 20 世纪 20 年代国内的报刊、地图中将长江上游称为扬子江的多了起来。 当时,日本人

编的《扬子江水路志》明确提出扬子江上游,并将蒲兰田编的《川江航行指南》称为《扬子江宜昌至

重庆段之领航人指南》 。 1929 年重庆公务局编的《重庆市区地形图》也将重庆段长江标为扬子江。
30 年代陆思红《新重庆》也称:“重庆适当扬子江嘉陵江合流之处”。[13] 而此时除在关注航运语境

外,长江中下游人们对上游“川江”的话语已经相当生疏了,更没有用“川江”来指长江中下游河段的

现象出现。
第二,长江流域的环境背景和木船技术条件赋予了长江上游木船上下直通的优势地位,造就了

传统时代“川江”话语在长江中下游更大的影响力。
历史上,长江上游河道复杂多样,一方面只能适宜特殊的平底木船航行,一方面传统时代由于

河道滩险众多,航行往往受制于特殊的地域滩师导航,铸造出了长江上游航运的特殊地位。 正是受

传统时代长江上游这种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在
历史上长江航运中,上游船往往能直接顺水下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同时可直接回溯到长江上游河

段;但中下游的船只却难以直接进入上游,只能依靠蜀人的“入峡船” “入蜀船”进入四川盆地。 所

以,早在唐宋时期,齐己、范成大、陆游等都提到了“入峡船” “入蜀船”的话语,如唐代诗人齐己《自

湘中将入蜀留别诸友》中有“巾舄初随入蜀船,风帆吼过洞庭烟”之句[14] ,范成大诗中有“辛苦凌波

棹,平安入夹(峡)船”之句,而陆游《入蜀记》中谈到:“十七日。 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盖
入峡船也。 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 [15]143 清代谢鸣篁《川船记》记

载:“凡自东南入蜀者,皆直抵湖北之汉口,始换川船,其川船相与结伴聚处又在汉口下十里曰杨林

口。” 也就是说历史上从中下游取水路进入巴蜀地区,几乎都是用巴蜀船只和船型运行,而不是中

下游的船只和船型,而从巴蜀而下的下水船,虽然往往可在宜昌换湖南的沙窝子、吊钩子、满江红、
巴杆子、二驾楼等船,但也可以直接用上游的麻阳、舿(跨)子船直航长江中下游地区。 故,传统时

代长江航运中,中下游人入川乘中下游船而上,或从上游放舟下到中下游,往往都要在汉口或宜昌

换川船。 在这种背景下,长江上游的航运从技术到航运影响在长江流域天然地占有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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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个技术因素和上面谈到的经济地位背景的叠加,可以说在元代以前,长江上游木船运输

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
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发现有大量从巴蜀顺江而下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的记载。 战国时期就记载有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 ,“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

下江,五日而至郢” 。 唐代,成都有“水向金陵”之称[16] ,有所谓巴蜀“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

国”之谓,所以杜甫和李白诗中有“门泊东吴万里船” “云帆龙舸下扬州”之称。 宋代从巴蜀“水运

达荆南” ,从成都合江亭可以直下吴越,从嘉州则可以“建帆高挂,则动越万艘;连樯直进,则倏逾千

里” ,显现了巴蜀木船可以从上而下直通江汉、吴越。 所以,据陆游《入蜀记》记载,宋代长江中游的

沙市就有蜀人修船厂,是蜀人自己包办,故荆州一带蜀人甚多[15]143,147,而在长江上游从来没有荆楚、
吴越船工的任何影响。 就是到了清代的滇铜京运中,都是在四川泸州打造运铜船,直达长江下游,
只是中途换一些桡夫水手,在武汉作一些修船并载工作。 而清代,从长江中下游乘坐中下游的船型

船只到了汉口或宜昌后,必须要换川船才能入川。 在这样的川船强势的背景下,“川江”曾一度可以

指代长江中下游的长江河段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有关。
首先,机动船进入中国内河后,长江中下游机动船可以从下游直达上游,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

船才能上下直达的优势地位渐失,在技术和环境语境下的长江上中下游航运地位格局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机动船在长江上游逐渐增多,机动船可直航到岷江、金沙江、嘉陵江、
沱江、乌江、赤水河等河流的部分河段,机动船成为长江上游工业时代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机动船

的运输范围成为人们认知地理空间更重要的空间标尺。
其次,一方面,近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长江中下游已经远远高于上游地区,而轮船从生

产制造到运输实力都是以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为重,而机动船在运输能力、通过能力、安全系数上在

长江整个流域都可以完胜传统木船。 所以,近代从“利川号” “蜀通号”进入川江到西方军舰进入川

江都是从东向西,长江航运运输的优劣态势出现了东西大换位。 另一方面,由于川江河道对大型机

动船航行条件的限制,大型机动船主要航行于宜宾、重庆到宜昌之间,特别是重庆到宜昌间,这就直

接造成在聚集热点上,近代“川江”的话语主要就集中在宜宾到宜昌,或重庆到宜昌之间。 所以,在
近 70 多年的时段内,多数人逐渐认为“川江”主要是指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 也就

是说现代人们观念中的“川江”主要是宜宾到宜昌之间长江干流,甚至主要是指重庆到宜昌之间的

长江干流,只是在个别时候将“川江”指代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所有可通航的河流。

三、“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历史地名内涵变化

应该看到,不论是“蜀道”“川江”地名的内涵变化研究,还是“中国”“江南” “河南”地名的内涵

变化研究,都只是将演变过程作了复原研究,而对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的规律和变化的原因缺乏

471







《战国策》卷第 14(上海书店,1987 年版第 21 页)。
《战国策》卷第 30,(上海书店,1987 年版第 67 页)。
《新唐书》卷 107《列传》第 32(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4074

 

页)。
《宋史》卷 175《食货志》第 128(中华书局,1977 版第 4252 页)。
苏德祥《新修江渎庙碑》(《全蜀艺文志》卷 37,线装书局,2003 年版第 1042 页)。



蓝　 勇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系统研究。 所以,本文拟从这个角度作一个初步的规律总结探索。
研究发现,在中国历史上,“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和“地名异地涵化”两种现象。
“地名缩放涵化”是指地名的内涵在一个地区内不断扩大或缩小,如我们称的历史上的“中国”

“江南”,以及本文所指的“川江”,我们可以称为“地名缩放涵化”。 一般来说,这种“地名缩放涵化”
又可以分成“地名小涵化”和“地名大涵化”,前指地名字面不变,但所指空间越来越小,如“川江”
“江南”“湖广”“华阳”,后者指地名所指空间越来越大,如“中国” “蜀道”等。 同样,有的同一个地

名发生大小涵化现象在历史上都有存在,如历史上的扬子江,最初本是指长江下游一小段,后来泛

指整个长江,连长江上游的一些河段也称扬子江,但现在又仅指长江下游一段为多,扬子江地名内

涵变化显现是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过程,原因同样值得探索。
“地名异地涵化”是指地名的所指地域完全变化成另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在地域空间上并不存

在交结,如蜀汉三国以前的“天府”是指关中平原,但三国以后“天府”则主要指成都平原地区,两个

地区并没有空间上相连。 再如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中”主要是指今西南地区(含今越南北部),但
唐宋时期的“南中”往往多指今华南地区。 再如汉晋时期的“关西出将,关东出相”之“关东”是指今

河南中州平原,但明清时期的“关东”则是多指今东北地区。 对于这类现象,我们可以称为“地名异

地涵化”。 以前学人谈到的一些历史上的“地名漂移”现象,也可以归在这一类作为“地名异地涵

化”现象,如金牛道上的五盘关、潭毒关、大小漫天等,峡路夔门的赤甲山、白盐山,米仓道的孤云两

角山所指的变化就是如此[17] 。 只是这种地名异地涵化多是指“点”的位置变化,不是一个“面”上区

域的变化。 又如上面谈到历史上“蜀道”最初主要是指翻越秦岭的通道,但后来也指经过长江三峡

水陆路峡路。 这种“地名异地涵化”现象与我们以前称的同名异地不一样,因为同名异地一般情况

下往往两个地名相同是同时存在的,即使不是同时代存在,同名之间往往也没有必然的互替关系,
特别是没有一种内在的空间替换过程出现。

一般意义上来看,“地名缩放涵化”现象中的地名往往沿袭性明显、历时性明显,多是典型的地

名涵化现象,如本文谈到的川江及我们熟悉的中国、江南、蜀道的“地名涵化”。 而“地名异地涵化”
的涵化状况较为复杂,有多种参数影响地名的内涵变化,故地名内涵变数较大。 如在历史上政区地

名往往多出现同名异地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种是同时代的异地重名。 我们要清楚的是,同时代异地

同名是因为本身地名互相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干系,也无时代前后时间变化的过程,所以很多情况下

并不存在我们这里所指的“地名涵化”情形。 如明清时期有三个长宁县设置,分别是隆庆元年(1567
年)置的广东惠州府长宁县,万历四年(1576 年)置的江西赣州府长宁县,洪武五年(1372 年)置的四

川叙州府长宁县。 这三个长宁县在很长的时间内县名相同,但之间并不存在地名认同的沿袭转移,
而是分别从共同的平安诉求来取名的。 所以,这种情况并非本文所指的“地名异地涵化”过程。 再

者,在一些不同时代政区的地名中异地同名现象较为复杂,如江州在公元 316 年—548 年的时间为

今重庆之地,但在公元 291 年南朝梁在江西九江一带设立江州,公元 548 年为避免重名才改重庆江

州为巴县,今重庆一带以后再没有使用江州之名,而今九江一带用江州之名一直相沿到元代才改为

九江府。 从设立的最初缘由来看,都分别是以居大江之边而得名,并无相互沿袭的情况。 但从名称

前后变化的现象来看,客观上地名确实出现了“地名异地涵化”。
“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 前者的变化往往是几百年尺度的变

迁,有的变迁过程往往上千年,而且影响变迁的原因多元而复杂,人们往往对地名熟悉但对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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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空间涵化现象并没有特别关注。 研究发现,大多数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的涵化多是一个较为

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没有用来设立行政区的文化区域地名的涵化过程往往相当漫长,如历史上

“中国”“川江”名称内涵的变迁是一个上千年的缓慢过程。 地名的“快涵化”往往受行政调整影响,
特别是在国家权力对政区、关防的主动调整影响下,地名的内涵变化就会加快。 如秦汉之际有意将

函谷关东移后,关西、关中概念内涵快速扩大。 再如湖广的地名是因为在元代设立湖广行省而来,
本来包括今天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区,但明代政区调整,分出广东布政司和广西布政司后,湖
广的空间马上大大缩小,逐渐仅指今两湖地区。 1997 年,重庆直辖后,四川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开始

急速缩小,面积从 57 万平公里缩小到 48. 6 万平方公里,但重庆这个地名的内涵则从省辖市 0. 98 万

平方公里急速扩大到直辖市的 8. 2 万平方公里。 历史上华阳这个地名本指整个华山以南的西南大

区,后四川置华阳县,地域所指大大缩小,而后来撤华阳县将原来的中兴场改为华阳镇,华阳的地名

内涵更是进一步快速变小。
当然,我们发现政区概念上地名与文化区域概念上地名的“地名涵化”在历史上也存在两点差

异:其一,变化过程时间节奏不同。 如“天府”从指代关中平原变为指代成都平原经历了一个从秦汉

到三国完全取代长达几百年的过程,而“川江”之名从指代长江上中下游到仅指代宜宾到宜昌河段

的过程上千年,显现为一种渐变的过程。 但重庆的“江州”之名与九江的“江州”之名虽然曾经历秦、
汉、两晋同时代存在,但到南朝梁九江的“江州”完全取代重庆为江州,仅是一次行政区划,改名马上

完成,显现为一种突变。 总体看,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的

“涵化”过程较为漫长,如受国家相关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同样会节

奏加快。
其二,从变化的原因上看,一般政区概念地名变化原因相对简单,往往只是行政区划地名调整

一次完成。 如江州的变化完全是人为行政手段通过政区改名一次性完成替代,而文化区域概念地

名变化原因则多元复杂,如“天府”指代变化主要是关中、成都两地政治经济地位长期变化产生的认

同取代。 而前面谈到的“川江”地名内涵变化则与区域经济地位、自然环境、技术发展多重因素的长

期变化相关。 “南中”的地名指向从汉晋南北朝的西南为主到唐宋指向岭南为主的转换,主要与中

国历史上区域开发进程先后关系和唐宋南诏、大理的地方政治新格局相关。
研究表明,历史上,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显现出的地名的内涵变化最为典型,文化区域概念地名

一般具有唯一性、特指性,如江南、天府、关中、南中、川江、扬子、浔阳等在同一个时代并不可能到处

都有,指向较为稳定。 由于社会经济、自然环境、行政制度等变化也会对此产生影响而出现内涵变

化,只是变化较为缓慢,原因较为复杂。 如行政区划调整对文化概念的地名内涵变化影响较大,南
朝多次分割九江一带的江州属地外设州县,也使“江州”的所指空间不断缩小,显现为辖境不断缩

小,显现出前面谈到的“地名缩放涵化”的“地名小涵化”现象,而且对历史上的文化地名浔阳的范围

也产生了认同差异的影响。 “江南”在隋唐以前多指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唐代仍设江南西道和

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就是指长江中游的今湖南、湖北地区,宋代仍然设立有江南西路,仍然是指今湖

南、湖北地区。 但元明时期的政区调整对文化概念的“江南”内涵变化影响巨大,元明时期在长江中

游地区设立河南行省、湖广行省(布政使司)后,在长江中游就明显淡化了“江南”的地域认同。 清代

又在长江下游地区设立江南省,更使江南的文化认同逐渐局限在长江下游地区。 我们注意到,历史

上一些有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往往本身空间指向范围边界并不清晰,在历史上又出现同名异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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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名所指不同的现象,使许多地名的涵化关系较为复杂,如历史上的关西、关东、关内、关外、
关中、山东、山西等详细的空间范围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如函谷关在秦代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 15
公里处的王垛村,但在汉代东移至洛阳新安县,西距秦关 150 公里,这样,关中、关西的空间就扩大很

多,
 

地域内涵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研究还发现,历史上“南中”之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中,后来

《华阳国志》有“蜀之南中诸郡”的概念,后有一个从两晋南北朝多指西南到唐宋多指岭南的转变过

程,历史上处于西南与岭南之交的今广西在空间上、文化上多有重叠,边缘不清,其地名涵化类型较

为复杂。 其他在历史上出现的齐鲁、巴蜀、荆楚、吴越、陇右、江左、江右、三晋、岭表、三迤等地名由

于空间边界本身不清晰、不明确,在历史上人们认知所指空间范围也多有变化,其变化走向和原因

也需要像本文一样从“地名涵化”角度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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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e
 

literal
 

place
 

name
 

itself
 

remains
 

unchanged
 

but
 

the
 

actual
 

scope
 

it
 

refers
 

to
 

has
 

changed
 

greatly
 

in
 

Chinese
 

history.
 

Here
 

we
 

call
 

it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The
 

concept
 

of
 

Chuanjiang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since
 

its
 

appearanc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history.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Chuanjiang
 

referred
 

to
 

the
 

entire
 

Yangtze
 

River
 

or
 

its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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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which
 

was
 

quite
 

surpris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mainly
 

referred
 

to
 

the
 

entir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ut
 

in
 

modern
 

times 
 

the
 

actual
 

scope
 

of
 

Chuanjiang
 

has
 

undergone
 

a
 

gradually
 

narrowing
 

down
 

process
 

from
 

the
 

entir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from
 

Leshan
 

to
 

Yichang 
 

from
 

Yibin
 

to
 

Yichang 
 

and
 

from
 

Chongqing
 

to
 

Yichang.
 

Befor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pe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atus
 

of
 

Bashu
 

area
 

made
 

Bashu
 

shipping
 

have
 

a
 

high
 

status 
 

which
 

became
 

the
 

support
 

of
 

Chuanjiang
 

discourse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complicated
 

river
 

course 
 

the
 

special
 

flat - bottomed
 

wooden
 

boat
 

passing
 

performance
 

and
 

the
 

navigation
 

of
 

beach
 

teachers
 

in
 

special
 

area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ooden
 

boat
 

transport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once
 

occupied
 

the
 

passing
 

advantage
 

in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in
 

the
 

traditional
 

era 
 

and
 

once
 

dominated
 

the
 

operation
 

of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to
 

some
 

exten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narrow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uanjiang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hot
 

spots
 

have
 

gathered
 

in
 

the
 

discourse
 

of
 

motor
 

boat
 

transportation
 

in
 

the
 

situation
 

where
 

motor
 

boats
 

have
 

entered
 

Chuanjiang
 

and
 

the
 

status
 

of
 

wooden
 

boats
 

has
 

declined
 

relatively.
 

Through
 

research 
 

we
 

have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in
 

China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ituations 
 

scaling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and
 

allopatry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The
 

former
 

is
 

more
 

typical
 

while
 

the
 

latter
 

is
 

more
 

complex.
 

The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rocesses
 

in
 

terms
 

of
 

time 
 

diffuse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and
 

rapid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nnotation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relatively
 

fast
 

in
 

history 
 

while
 

the
 

process
 

of
 

connotation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cultural
 

regions
 

is
 

relatively
 

long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also
 

relatively
 

diverse.
 

However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relevant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process
 

of
 

connotation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cultural
 

regions
 

will
 

also
 

be
 

accel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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